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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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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的背景下，顾炎武既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启迪，但更有自己独到的理
论创造。首先，他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的亚里士多德
的“王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水平。其
次，他以“法从人”与“人从法”来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法治理
论相通，其依据法治理念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第三，他特别
热衷于论述的“君、臣、民”政治平等观念和权力制衡学说，与传教士宣传的西方政治哲学观念有惊人的
相似和对应之处。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的诠释，阐发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同
或相似的观念，并以此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顾炎武回应西方政治哲学东渐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
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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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政治哲学是否受到了西学的影响?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探讨过的问题。其政治哲学思
想，集中反映在他 50 岁 ( 1662) 至去世前 ( 1682) 所写的《日知录》一书中。但他并没有说自己读
过哪些西方政治哲学著作。既然如此，又何以证明其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学东渐的影响呢?
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写《日知录》的 20 年，绝大部分时光是在山西和陕西度过的。山西绛州

是晚明“耶稣会在中国最成功的传教区之一，并成为教会书籍一个相当重要的出版中心”①。意大利
传教士高一志 ( Alfonso Vagnoni) 从 1624 年 12 月到达绛州至 1640 年 4 月去世，在山西传教达 15 年
之久，授洗士绅阶层有功名者约二三百人。其“西学治平四书”② 和 《达道纪言》就是在山西和关
中的中国学者协助下写成并首先在当地士绅间流传的。《日知录》仅谈及 “静乐李鲈习西洋之学”，
但他在山西结识的“习西洋之学”者当远不止李鲈一人。在山西士绅阶层的话语环境中，他不可能
不接触西学书籍。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日知录》中所出现的那些与西学惊人相似或相同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

往往是通过发掘传统思想之精华和对古代典籍作创造性诠释来阐发的，但正如徐光启等人努力发掘中

国古代科学思想来与西学相印证一样，顾炎武发掘和阐发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也明显带有回应东渐

之西学的意味。以此来建立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明清之际中国哲人借助
外来思想启迪来保存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方式之一。如此看待顾炎武政治哲学中出现的那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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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治平四书”和《达道纪言》等书相同或相似的观念，似乎就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了。

一、关于自然法学说和法治理论

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相比，西方政治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来自古希腊罗马基于发达的商品经

济、注重个人权利之保护的自然法传统和法治传统。即使在中世纪，这一传统仍然在市民社会占据绝
对优势的 “自由城市”中得以延续; 即使是托马斯·阿奎那 ( Thomas Aquinas，1224 /1225—1274 )
这样的基督教圣人，也不能不在其政治哲学中容纳亚里士多德学说。15 世纪的文艺复兴带来了古希
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古老的自然法传统和法治传统更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在中国社会出现 “天下之
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异动、早期市民阶层也在为捍卫自身权利而斗争的 16—17 世纪，传教士带来
注重个人权利之保护的自然法观念和法治观念，其震撼力自不可小觑。

1. 自然法学说之输入与顾炎武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中国自古以来通行的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金科玉律，君王不但

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是臣民生命和财产的最高所有者。传统儒学之所谓 “正名”，首先就
是为君王的最高所有权正名。① 程朱理学更以其抹杀个人权利、否认“私”的合理性的论说，为专制
制度作了最有力的辩护。程颐明确指出: “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专其
有? 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② 朱熹反复申说 “克去己私，便是天
理”，只是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才有李贽出来为“私”正名，提出了著名的“人必有私”说。
李贽的为私正名，对西学的输入起了“接应”③ 的作用; 而西学的输入，又反转来对这一新思潮

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以自然人性来为个人权利辩护，是西方自然法传统的首要特征。亚里士多德说:
“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④“设置一个王位的用意是在给社会安排一个保护人，使各家的
产业全都获荫庇而受到保卫，可免除一切欺侮或压迫。”⑤ 高一志将这一理论带到了中国，他在论
“王权由何而生存”时说: “人性原自私爱，乃无不好自从自适，岂有甘臣而从他人之命耶? 即始明
视他人之才能功德绝超于众，而因自足庇保下民者，即不待强而自甘服从，以致成君臣之伦也。”⑥

也就是说，王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是对个人及其家庭原本就具有的自然权利的保护。
顾炎武关于“王政”本质的论述，与高一志转述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通。其 《日知录》卷三

《言私其豵》条说: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私而后公
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故情之所不能免，故先王弗为之禁，且从而恤
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义不明久
矣。世之君子必曰: 有公而无私，此后世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⑦ 这段论述，在两个方面显示
了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对立: 第一，“私”不再是“克去”的对象，而是先王体恤的对象; 第二，衡量
王政的标准不再是“有公而无私”，只有“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才是“王政”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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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集释》，北京: 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00－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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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应”说来自陈卫平先生，他曾论述了晚明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对西学的接应作用，我以为此说也适用于政治哲学领域。参

见陈卫平: 《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南京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55 页。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279 页。
《王宜温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1 册，台北: 利氏学社，2009 年，第 262－263 页。
顾炎武: 《日知录》卷 3《言私其豵》，载《日知录集释》，长沙: 岳麓书社，1994 年，第 92 页。



从上述观点出发，顾炎武鲜明地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利的要求。与程颐之所谓 “土地之富，
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的观念相对立，顾炎武对于宋理宗景定年间实行的名为出钱购买、实为强
行夺取的剥夺民田而归官方所有的政策，作了愤怒批评，认为这是导致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也，不过予以告牒、会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
亡其国。”① 与此相反，对于明朝后期实行的承认民间对抛荒官田的实际占有、并依民田例起科的政
策，顾炎武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只有改革官田重赋的弊政，让人民真正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才能

“去累代之横征，而立万年之永利”②。
他认为，不仅当代之君不得侵犯人民的私有财产，即使是被前代之君所剥夺的私有财产，也得无

条件归还给人民。“《隋书·李德林传》: ‘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
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
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 ‘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
天下平定，元弟庆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③ 他认为，
统治者所标榜的所谓“以天下为心”，不应是一句空洞无实的漂亮话，而应落实到保障每一个人的私
有财产权利上。
以“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来规定“王政”之本质，虽与传教士宣传的亚里士多德的 “王

政”理论相通，但在表述上却显示了比传教士更高的概括能力和直探事物本质的理论思维水平，故
成为一个经典性的命题而受到中国近代哲人的高度重视。严复认为这一命题在本质上与以保障个人权
利为根本宗旨的近代民主政治理念相通，并把它看做改革传统政治制度、唤起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爱
国心、建立独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理念。④

2. 法治观念之输入与顾炎武论“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高一志将西方的法治理论带到了中国。他认为，所谓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是人服从法律，而

非法律服从人; 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写道: “辣责德国幸受治于贤士里古义
者，七百载之际法度未见稍易，因民宁福无乱其间，客问于保撒尼名士曰: ‘子国律法恒古不改，何
故?’答曰: ‘律法固宜主乎于人，而人必不宜主乎于律法者也。’或问于他士亚尼基者曰: ‘子国见
时谁司权之?’答曰: ‘律法而已。’”⑤ 此外，高一志还阐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明确
指出: “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者也。”⑥

顾炎武也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掘出与西方法治理论相似的观念，以 “法从人”与 “人从法”来
规定人治与法治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比起君主的个人品德来说，制度对于国家的兴亡更为重要。他
深刻认识到，法制之所以败坏，在于专制政治本质上是 “法从人”的特权人治，而不是 “人从法”
的法治。《日知录》卷八《法制》条说: “叔向与子产书曰: ‘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
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 《左氏》也，
曰: ‘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⑦ 专制国家制定的法律不可谓不多，但就是不可能真正落
到实处。所谓“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云云，就是对这种情形的生动描述。只有 “人从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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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说: “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心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顾处士曰: ‘民不

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 曰: 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呜
呼!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见《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1－32 页。

《治民西学》，《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1 册，台北: 利氏学社，2009 年，第 509 页。
《治政源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 1 册，台北: 利氏学社，2009 年，第 445 页。
顾炎武: 《日知录》卷 8《法制》，载《日知录集释》，长沙: 岳麓书社，1994 年，第 294 页。



律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反之，“法从人”，就只能导致“以法为市”的政治腐败。
与黄宗羲直接谴责专制国家的法律是 “非法之法”不同，顾炎武绕了一个圈子来揭露专制国家

只有特权人治的非法之法。他引证宋朝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的话: “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
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① 借此指出特权人治社会中 “法”与 “例”的根本对立: 法律
的本质属性本应是“公天下而为之”，即具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普适性，不能因人而异; 而所谓
“例”则完全相反，其特点是“因人而立”，破坏法律的普适性。尽管历史上每一朝代都宣称其法律
是“公天下而为之”，但实际情形却不是如此。在专制国家中，最高的权威并非法律，而是君主的意
志或行政长官的意志，于是就有了因人而异的 “用例破法”; 君主和行政长官的意志是变幻莫测的，
加上吏胥人等上下其手，由此就形成了名为有法、实为无法的状况。更有甚者，是 “因例立法”，即
把本来不具有合法性、而只是体现特权人治原则的 “例”确立为法，从而使非法变成合法。这种所
谓法，不正是黄宗羲所痛斥的 “非法之法”么?

3. 西方政治哲学论严以治官与顾炎武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
反映西方国家的法治传统，高一志提出了重在防止政府官员犯罪的立法原则，他指出: “国之明

主图保其民之和而塞乱端，法莫切莫便于坊其仕者之贪而绝奸徒之诸计也。”② 这一论述，揭示了社
会动乱的真正根源在于官场腐败; 明确论定，只有以防止和惩治官员贪污为治国之第一要务，才是维

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对于习惯把社会动乱的根源归结为 “民之难治”，以完善治民之具、防民之术为
“圣人之道”③ 的儒家传统观念来说，这一观点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
顾炎武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开国之初严厉惩治贪官，而后来就对贪

官们采取姑息宽纵的态度了。例如汉武帝使犯法者可以用钱赎罪。北宋自熙宁年间苏子容上疏言
“刑不上大夫”以后，“惩贪之法亦渐以宽”。明太祖严惩贪官，但自燕王朱棣篡位后，“赃吏巨万仅
得罢官”，姑息又胜于宋朝。对此，顾炎武感叹地写道: “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毋贪，
不可得也。”④ 在顾炎武看来，惩治贪污乃是国家的第一要务，而关键在于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不能
以儒家传统的“刑不上大夫”的名义搞什么“特旨曲宥”。
顾炎武依据法治理念所提出的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张，更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日知

录》卷十三《除贪》条说: “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诚知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
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⑤。他认为人民的贫困首先是由于大臣贪污造成的。
大臣是不是贪污，除了看他实际上占有多少财产，没有别的办法。他特别赞赏诸葛亮上疏申报财产的
做法，主张把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化。为了防止官员在申报财产时采取欺诈手段，他还主张要 “观之
于终”，即看他死后留下多少财产。在当今世界上，官员私人占有的财产受不受人民监督，已成为衡
量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重要标志之一。顾炎武在四百多年前提出的官员财产申报的主张，对于当今社会
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 “君、臣、民”政治平等的观念

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关于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带到了中国，着力宣扬了君主权力并非
至高无上，君主为人民之仆人，君主必须以谦御傲、以逊迎怨等观念，并且引用了西方历史上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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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作为这些观念的佐证。与此相应，顾炎武也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出了大量的事例，来论证 “君、
臣、民”政治平等的观念。在儒家学者中，像他这样论说君主与臣民的政治平等，是极为罕见的，
它构成了顾炎武政治思想的最富于近代意义的特色。

1. 西方政治哲学论“王之名有二”与顾炎武论“天子一位之义”和“禄以代耕之义”
在中国古代，汉儒有“屈君以伸天”之说，认为“天”的权威高于君主的权威; 而程朱理学则

确立了“王与天同大”的观念，认为君权是至高无上的。程颐论“《春秋》大义”云: “书‘春王正
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政。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① 与此相对立，晚明西
方传教士则宣扬了君主权力并非至高无上的观念。高一志说: “王之名有二: 为人，为位。人有正
范，不能任为其所不可为; 位有义礼，不能以己所欲定为可不可之规矣。”② 君王是人不是神，则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 君王只是一个位格，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 “王之上有天，天之上有
主”③ 是也。高一志论 “民之治全系于仕之身”，以古希腊智王的事迹为例，说明君王只是一种官
职。无独有偶，顾炎武也在一个“人”字和一个“位”字上做足了文章，来否定君权至高无上。
首先是在“人”字上做文章。顾炎武极力证明，“君”的称谓、“万岁”的颂词原本都不是属于

皇帝专有，人人可以称君，人臣也可以称万岁。他以大量史料证明，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君”的称
谓乃是“上下之通称”，不仅帝王可以称君，诸侯、大夫也可以称君，而且女儿可以称父亲为君，媳
妇可以称公爹为君，妻妾可以称丈夫为君。至于“必天子而后谓之君”，那是后人把尊卑之势加以扩
大的结果。他说“万岁”在古时是 “庆幸之通称”: 战国时，冯谖把人民欠孟尝君的债券一把火烧
了，人民向他高呼“万岁”; 东汉时，冯鲂让被抓获的造反的农民回家种地，农民也向他高呼 “万
岁”; 因此，后儒所谓“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的说法完全不合乎历史实际。又如“陛下”一词，原
本是称呼皇宫前台阶下的 “执事”之人的，只是由于隋朝宇文述借许善心祭陈叔宝文有称 “陛下”
之语而陷害之，从此才没有人敢对皇帝以外的人称 “陛下”了。顾炎武的这些论述，把后世对皇帝
的尊称还原为古代社会对普通人的称谓，无疑带有君权之祛魅的意味。
由此更进一步，是在“位”字上做文章。传教士宣传的君王只是行政系统中一个位格，并非至

高无上的观点，受到顾炎武的格外珍视，他通过对“周室班爵禄”的解释，引申出“天子一位之义”
和“禄以代耕之义”。他说: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
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者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
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 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④ 他认为，
从班爵的方面看，天子与公、侯、伯、子、男同处于班爵之列，这就意味着天子不过是几种爵位中的
一种，并不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 “绝世之贵”，因而也就“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从班禄的方面看，
君、卿、大夫、士与为官府服役的百姓同处于班禄之列，是因事设职，而非 “无事之食”; 是禄以代
耕，而非养尊处优; 因此天子就“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中国传统官本位体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 “肆于民上以自尊”和 “厚取于民以自奉”这两条。

顾炎武讲“天子一位之义”，反对以君主为 “绝世之贵”的传统观念，以此反对其 “肆于民上以自
尊”; 讲“禄以代耕之义”，更把包括君主在内的行政官员置于与普通农民同等的地位，以此反对其
“厚取于民以自奉”。这一观点，不仅与现代民主观念相通，也与马克思主义相通; 不仅超越了过去，
也超越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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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方政治哲学论“王权稳以谦逊”与顾炎武论“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
高一志说: “王权之势与王威之仪多生傲于心，生怨于民，故须以谦御傲，以逊迎怨，方王权可

稳、王道可尽矣。”① 同样，顾炎武也以大量的论述来阐明这一观点，并极力证明，类似的观念中国
古代也有，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甚且过之。
其一，关于君为民役的观念。高一志认为君主要真正做到谦虚，就必须确立君为民役的观念:

“安弟义王闻其子傲蔑其臣，责之曰: 尔未知王者惟为尊役者乎?”又举丰所智王 “躬亲将卒之役”，
历山王“于劳于难者必先，于易于安者必后”② 来论证其观点。顾炎武亦说: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
先天下之劳; 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
之依……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 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
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③ 他说上古帝王皆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而知稼穑之艰难、民众的
疾苦，懂得必须尊重民众，在民众的面前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才能担当起治理天下的重任。
其二，关于君主必须尊重臣民的观念。高一志说: “以势之尊傲慢于民者，必验庸夫之品，正可

恨也、贱也; 以势之高卑下于人，必证正王之容，正可爱也、敬也。”与此相同，顾炎武也提出了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的命题，并认为这一观念在中国早就有了: “楚庄王之围郑也，而曰: ‘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也。’”④ 他主张君主应当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臣下，“汉文帝问冯唐曰: ‘父
老何自为郎?’是称为父也。⑤ 赵王谓赵括母曰: ‘母置之，吾已决矣。’是称其臣之母为母也。”⑥ 赵
王称赵括之母为母，汉文帝称冯唐为父，可见他们对于臣下的尊重。顾炎武对这种以谦卑的态度来对
待臣下的精神，予以了肯定和赞扬。
其三，关于君主应直接倾听人民的声音的观念。高一志认为，只有亲自倾听人民声音，才是君

主，否则便不是: “老妇至危，欲诉于斐里伯王，王辞不暇，老妇复告曰: ‘王既不暇以亲王政，必
亦不宜亲于王位。’王悟而喜，即听之。从是以后，未敢弃辞下民之诉者也。”⑦ 古罗马五贤帝之一的
亚弟里亚诺 ( 今译哈德良) 更以“喜亲听民诉”而著称于世，并且严厉驳斥了以亲听民诉为有损君
主尊严的谬说。与此相应，顾炎武也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掘出很多善于倾听人民的声音的例证，如尧
舜“询于刍荛”，“汉文止辇受言”等等。对于那些不懂得礼貌地听取不同意见的君主，他警告说:
“居心以矜，而不闻谏争之论，灾必逮夫身者也。”⑧

其四，关于君主应廉正俭朴的观念。高一志认为君主是俭朴还是奢侈，是与谦虚还是骄傲相联系
的，“谦与廉正为表里，相须相因。廉之功有二，克人欲一，治外恣二”⑨。顾炎武亦持此观点，并明
确主张君主不应享有特权。他说周王祭祀是步行前往，“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 可后世
帝王不然: “有辇而行国中，坐而见群臣，非先王之制矣。”他说帝王 “骄恣惰佚”的作风始于秦始
皇: “‘皇帝辇出房’，见于《汉书·叔孙通传》，乃秦仪也。”瑏瑠 对顾炎武的这些论述，当然不能只从
字面上理解。问题不在于帝王能否乘车和坐见群臣，而在于他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即: 反对君主
“肆于民上以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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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政治哲学论政府应对人民讲信义与顾炎武论“上之信有以结其心”
高一志给中国人带来了源自古希腊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维护契约关系就是

“正义”，诚信被看做“五伦之结”、“国家之纲”、“人道之据”，并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 “盖信
一始乏缺，而政遂始颠踬，治遂溺危，无所立、无所持也。”① 高一志在介绍这一观点后，又进一步
指出，为了维护契约所体现的正义原则，统治者就应该具有 “与损其信，宁损其财”、“与失信，宁
死”这一古希腊罗马圣王的品格。
与此相应，顾炎武也通过对孔子关于 “信重于兵食”的思想作创造性诠释，阐明了以信义为治

国之根本的观念。《论语·颜渊》云: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 ‘必
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 ‘去
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意思是说，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比粮食和武器装备更重要，
如果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 顾炎武则追问，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基于什么? 孔子

是要求人民对政府有 “信心”，这是对人民提出的要求; 而顾炎武则反转来要求政府对人民讲 “信
义”，这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他认为，要使 “民无贰志”，除了 “上之信有以结其心”，别无他
途: “古之人有至于张空弮，罗雀鼠，而民无贰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② 这并不是说足食、
足兵不重要，而是说在食、兵、信三者之中，统治者对人民讲诚信是最重要的，只要统治者能够取信
于民，则人民在“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的情况下，也会为保卫国家而战。
顾炎武在申说这一观点的时候，并没有讲到传教士带来的社会契约论观点，但他强调统治者要对

人民讲诚信，契约论的观点也就寓于其中了。有契约才有诚信，契约起源于人们维护其权益、免除互
相伤害的需要，因而只有平等的双方才可能订立契约，没有平等也就没有契约，如柏拉图所说: “任
何一个真正有力量作恶的人绝不会愿意和别人订什么契约，答应既不害人也不受害———除非他疯
了。”③ 在顾炎武看来，对人民讲诚信乃是统治者印证其权力合法性的底线，也是 “民无贰志”、即
认同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的底线，这实际上就是以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待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的。

三、关于权力制衡的学说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并非完全不讲对君主行为的制约。孟子从性习之辨出发，讲 “格君心之非”;
程朱理学从道心与人心之辨出发，也讲“格君心之非”，但这一切都局限于道德修养的范畴。而维护
皇权之独占性的政治需要，却使朱熹这样的大儒十分热衷于探讨皇帝如何防止大权旁落的问题。儒家
传统的政治哲学总是要人们天真地相信，君主和士大夫们只要加强道德修养，就可以只干好事而不干

坏事，但严酷的政治现实却总是无数次地粉碎了这种 “内圣”而 “外王”的迂腐之论。晚明 “人必
有私说”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的流行以及传教士带来的分权制衡理论和相应的制度设置，启迪了中
国学者从人的私与欲的现实存在出发，去探讨有效防止权力腐败和滥用的理性化制度建设之路。

1. 顾炎武论“人主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及古代封驳制度对君主权力的制约
李贽讲“人必有私”，传教士讲人人都有 “原罪”，使顾炎武亦开始正视现实的人性，他甚至引

用仲长敖《核性赋》之所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唯赖诈伪，迭相嚼啮”④ 来论说传统社会
中的官场风气; “人必有私说”和西学的流行，也使他对“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持怀疑态度，从而
意识到权力制衡比道德修养更重要的道理。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上兴亡治乱、特别是明朝灭亡的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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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他深深感到，君主权力不受制约，是造成政治昏乱、吏治腐败和社会动乱的根源。通观历代政治
体制设置之得失，为了防止君主独断专行，顾炎武提出了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 “分权”原
则，这种分权不仅表现在“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上，而且表现在决策的过程
中臣僚可以“封驳”君主的诏令。
顾炎武说: “人主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顾炎武从唐朝的历史中

发现了将封驳制度化的证据: “唐制: 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
失之掌，著于《六典》。”① 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度，门下省给事中担负着 “驳正违失”的职责。从
顾炎武所列举的事例来看，门下省制约皇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重大人事任免的问题

上纠正皇帝的错误决定，如: “宣宗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
仿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德宗时，卢杞量移饶州刺史，
制出，给事中袁高执之不下，擢浙东观察判官齐总为衡州刺史，给事中许孟容封还诏书……懿宗时，
贬右补阙王谱，给事中郑公舆封还敕书。”② 二是在反对腐败、维护法律尊严方面纠正君主宽纵贪官
的错误决定，例如: “文宗时，赦官典犯赃者，给事中狄兼謩封还敕书。宣宗时，赦康季荣擅用官
钱，给事中封还敕书。”③

顾炎武热情讴歌唐朝的封驳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使唐朝政治出现了 “人臣执法之正，人主听言
之明，可以并见”的局面; 这一制度使正直官员辈出: “如袁高、崔植、韦弘景、狄兼謩、郑肃、韩
佽、韦温、郑公輿之辈，并以封还敕书，垂名史传”; 同时，也热情讴歌了在这一制度下就连皇帝也
变得有雅量了: “亦有召对慰谕，如德宗之于许孟容; 中使嘉劳，如宪宗之于薛存诚者。”所有这一
切都说明，一种好的制度胜过了无数道德讲演的课堂，也胜过了无数 “格君心之非”的高言宏论。
当然，顾炎武也看到仅有封驳制度还不足以完全制约君权，也不足以改变多数士大夫长期以来形成的

“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的观念， “天宝季年时欲变，
臣妾人人学圆转”，就是唐玄宗晚年政治状况的写照。但是，有封驳制度毕竟比没有要好。

2. 西方政治哲学论言论自由与顾炎武论“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
在古希腊罗马，民间的言论自由亦发挥着权力制衡的作用。高一志举例说: “西日蒙多王或闻民

有訾其政者，谓谏臣曰: ‘君臣所行，未必皆合于理，乃视者谤之，何足怪耶!’”④ 君主是否能容
忍批评的声音，是衡量其正邪的标准: “正者恕人之谤，邪者反是。”批评的声音是有益于政治健康
发展的: “有谤我者，益我不浅，盖彼每使我悟吾短而改之。”⑤ 他所引用的这些格言都旨在说明，容
忍批评的声音是政治正义的体现，也是统治者有道德的表现。
在顾炎武看来，西方古代君主容忍批评声音的品格，中国古代的开明君主也有。“《盘庚之诰》

曰: ‘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
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犹存。鲁山令元德秀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蒍，玄宗为之感动; 白居易为盩厔
尉，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宪宗召入翰林。亦近于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者
矣。”⑥ 他说孔子虽然向往的是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其弦外之音却是 “政教风俗苟非尽善，
即许庶人之议”。这一传统至少在唐朝还可以看到，如白居易写政治讽喻诗，直令 “执政者扼腕，握
军要者切齿，权豪贵近相目而变色”，而唐宪宗则把他召入翰林，犹是周代 “陈列国之风，听舆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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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之流风余韵。在肯定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同时，顾炎武对于后世暴虐之君大兴 “文字狱”、动
辄因为思想和言论的缘故对人进行虐待和迫害的行为，给予了无情的谴责。
顾炎武特别重视“清议”，把它看做扶助国是、防止政治腐败的又一种权力。他激情洋溢地评价

了东汉太学生的清议运动，指出: “ ( 东汉) 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
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① 这一评论与黄
宗羲对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赞美如出一辙。他进而认为，清议必须以学校为载体，指出: “古之
圣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

穷。”这一论述，与黄宗羲学校议政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他还把是否允许人民议论政治上
升到关系国家兴亡治乱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提出了 “清议亡，而干戈至矣”的命题，这比传教士介
绍的西方政治哲学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更为深刻。

3. 西方政治哲学论“官畏辱名甚于辱律”与顾炎武论“以名为治”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法治，但并不否认对于官员进行道德羞耻心教育的重要性，如高一志所指出

的: “官畏辱名甚于辱律者，未有不致其力以修其治理也。”② 无独有偶，顾炎武也提出了 “以名为
治”的主张: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 曰: 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
荣于世; 名之所去，上之所摒，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
者。”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又有哪一朝代不是 “以名为治”? 专制统治者引诱读书人入其彀中的手段，

无非就是“名利”二字。顾炎武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要讲 “名”与 “利”之辨: “名胜于利，
则小人之道消; 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③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 “劝学”和 “奖廉”两大对
策。所谓劝学，就是要对那些品行端正、笃信好学、至老不倦的人，请他们进翰林院、国子监去当学
官，这就既给了他们名，也给了他们利。如此，则读书人就知道热爱学问，不一定总是想着去当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了; 所谓奖廉，就是对那些处理政务能廉洁自律、到老还是两袖清
风的官员，在他们退休的时候，由朝廷赐给他们五顷或十顷土地，并免除其赋役。如此，官员们就知
道廉洁自律而不必贪污纳贿了。他认为这两条对策虽然也是从读书人的私心立论，但比起传统的做官
发财的教育要好得多。
对于顾炎武所主张的“以名为治”，如果孤立地看，这一主张对于改变腐败的社会风气究竟能有

几分效果，确实是大可怀疑的。如果看到他所讲的 “以名为治”是与权力制衡、法制建设、舆论监
督结合在一起的，就可以发现这一主张的重要作用。顾炎武独具只眼地看到了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
么样的政府，看到了民间的 “黄金屋，千钟粟”的教育对于政府的腐败起着直接的作用。不过，这
种教育最初仍然是由官方所倡导的，因此，官方究竟倡导什么，影响到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

向。有鉴于此，顾炎武主张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用 “以名为治”的政策导向来移风易俗，
改变人们先贵而后富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于中国政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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